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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逻辑视角下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 

制度更新的内在机制研究 

（“基础研究资助规划”专栏） 

张群 1  孟溦 2  

（1.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2.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探究基础研究制度发展历程中不断更新的内

在机理，对于提升制度的创新效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围绕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等

主要制度安排，研究从多重逻辑视角出发，对 1978 年至 2024 年期间的 274 份国家层面政

策、47 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制度资料进行剖析。研究发现：（1）行政逻辑、学术逻辑

和市场逻辑是塑造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实践的主要价值导向。在基础研究制度

变迁的五个阶段中，制度复杂性也相应发生改变，以多重逻辑的共存形态和逻辑之间的关

系为主要表征，依次表现为：行政逻辑单一主导、市场逻辑引入形成合作、逻辑间合作深

化、市场逻辑负面影响引发冲突、强化学术逻辑平衡矛盾。（2）基础研究制度随情境变化

能够实现持续更新，其内在机制在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即制度对内外

部需求的动态回应通过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形成对外界情境的感知与目标判断，进而在

多重逻辑的复杂理念引导下，制定资助、管理与评价的制度安排。（3）制度变迁、多重逻

辑和制度更新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动和循环关系。。制度变迁各阶段情境不断提出新的目

标，使得多重制度逻辑呈现不同的组合形态，并形成共存与竞争、冲突和协调的复杂制度

结果。多重逻辑之间的互动为制度实践提供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基础研究制度的持续性更

新，为下一次制度变迁塑造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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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在实现科技现代化中具有战略性作用。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在这一战略引领下，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能力是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支撑点。2024 年 8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对推动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做出部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

基础研究比重”①。改革开放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科研资助体系以及在科技强国战略引导

下的举国体制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大幅跃升。然而，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也不容忽视，包括原始创新成果相对不足、促进原创的制度改革难，以及科研个体的原始

创新压力大等。在制度实践中，科研环境中多种价值导向之间存在冲突，对基础研究原创

活动造成干扰。新时代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基础研究的资助、管理与评价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提升基础研究制度效能首先要厘清过去的实践历程，总结影响原创实现的价值

导向，从而为未来制度设计探寻有力经验和规避不足。 

我国基础研究科研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构成了科研活动的基本场所，制度嵌套在环

境中随情境更迭而发生变迁。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有助于梳理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历时性分析考察情境更迭下的制度环境和逻辑如何变化，是解释实践中的制度安排和科研

行为的基础，研究以此阐明制度更新的机理。基础研究制度主要包含资助、管理与评价三

个环节，资助既是基础研究投入端也是成果验收端，管理是保障资助与评价开展的手段，

评价从个体到组织贯穿科学研究的全过程。科研资助是资助机构将资金分配给科研人员，

委托其按照现实和科学需求开展研究活动的过程。我国科学基金制建立以后，科学建制化

和职称制度的发展加深了科研资助与科学研究的联系。科研项目成为激励和评价高校院所

和科研人员的有力政策工具，组织运用科研管理手段规范各类项目开展和科学研究过程，

科研人员通过申报项目获得研究资助，在遵守管理规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和积累成果，从

而提高晋升和发展机会。因此，基础研究的资助、管理与评价是一根制度链条的不同锁扣，

三者环环相扣，共同实现基础研究制度的资源配置与创新激励的目标。 

纵览我国基础研究制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制度变迁呈现出“变化-稳定”的周期性

规律。制度情境交替产生决策行为与制度实践的变化。有关基础研究制度的文献更多关注

政策演变特征（宋潇等，2021；王楚君等，2018），制度实践中的资助、管理与评价问题

（孙悦等，2021；张玉娇等，2023）等。然而，制度能够持续性发展，以及不断解决实践

问题的深层机理尚未得到挖掘。中观层面的制度逻辑作为宏观制度与微观实践之间的桥梁，

有助于诠释基础研究场景下的制度变迁历程，解析多重逻辑塑造资助、管理与评价实践、

推动制度实现历时性创新的作用机制。因而，研究将借助制度逻辑理论，回应以下几个问

题：在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情境下，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资助、管理与评价的制度实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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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差异？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受到哪些价值理念的影响？这些导向如何塑造制度实践？解

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呈现我国基础研究制度的动态化演变过程，厘清制度创新的形成机理，

为制度设计者、科研管理者和科研人员系统认识基础研究制度发展，平衡制度差异性需求，

提升制度效能提供新的视角。 

1 文献综述 

1.1 制度逻辑相关研究 

制度逻辑是塑造组织场域内行动者认知及其行为的一系列文化信念和规则的总称，并

通过分配注意力焦点来塑造制度实践（Friedland 和 Alford, 1991；Thornton 和 Ocasio，1999；

Thornton 和 Ocasio，2008）。在中国制度情境下，制度逻辑被学者界定为“某一领域中稳

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诱发和塑造了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周雪

光，2010）。制度逻辑理论包含五个核心要素，即社会由多个制度秩序和相应的逻辑构成、

逻辑塑造个体和组织行为、行动者在理解逻辑要求时也会发挥能动性、制度逻辑同时具有

物质和文化象征部分、制度逻辑具有历史偶然性（Skelcher 和 Smith，2015）。在上述要素

中，逻辑的多元性、互动性、物质和象征性等特性都受制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逻辑

之间的关系也会随时空背景变化而不同（Besharov 和 Smith，2014）。因而，研究更关注制

度逻辑如何随着情境发生历史性变迁，通过分析其演变历程有助于揭示它在实践中的完整

形态。 

制度变迁和制度复杂性是制度逻辑研究的两个核心议题（程聪，2020；缑倩雯和蔡宁，

2015；杨灵等，2022），两个议题既有所区别又高度关联。从两个概念的内涵上看，特定

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赋予制度逻辑以不同的表现形式（Thornton 和 Ocasio，2012），各类逻辑

强调不同的价值理念，塑造了差异性的行为取向与制度结构，引发制度变迁（Friedland 和 

Alford, 1991）。制度复杂性来源于相互冲突的制度性需求，当组织面对来自多种制度逻辑

的“不相容的处方”时，制度复杂性就会出现（Greenwood et al, 2011；Thornton et al, 

2012）。 二者的联系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建立在不同的逻辑上时会产生制度复

杂性（Greenwood et al, 2011; Meyer 和 Hammerschmid, 2006），特别是当旧的制度逻辑没有

完全被取代并继续产生影响时，制度复杂性进一步加剧（Pemer 和 Skjølsvik，2017）。多

重逻辑的差异性要求以及逻辑之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使得组织和个体的制度实践具有自

主选择空间，这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更多可能。 

1.2 制度变迁与制度逻辑 

制度变迁研究关注场域内的逻辑如何更迭以及如何影响组织实践，如组织内部的主导

逻辑变迁（Kim 和 Schifeling，2022）、宏观社会层面的逻辑对组织内部逻辑的塑造

（Schildt 和 Perkmann，2016）、组织间关系对逻辑演变的影响（邱姝敏等，2023）。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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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认为，制度变迁是主导逻辑之间的相互替代，某一时期特定场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

只有单一逻辑，例如，Thornton 和 Ocasio（1999）对美国高等教育出版行业研究表明，其

制度变迁经历了早期的编辑逻辑向市场逻辑的转变，主导逻辑演变决定了制度的走向和组

织行动。Gestel 和 Hillebrand（2011）的研究中，荷兰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主导逻辑经历了

由国家逻辑法团主义再向市场逻辑转变的过程。逻辑的多元性在早期研究中就已被证实，

例如，Dunn 和 Jones（2010）认为在多个制度领域中运作的职业往往具有多元逻辑，医学

健康领域同时存在护理和科学两个核心逻辑。制度变革中多重逻辑的共存形态（杜运周和

尤树洋，2013）和逻辑之间的互动也得到了诸多关注。例如，一项新逻辑进入组织后与原

有的逻辑会发生动态互动，Cappellaro等（2020）分析了意大利公立医院引入私人逻辑后，

与组织中原有逻辑互动产生接受和拒绝的相反结果。在制度变迁历程中，多重逻辑之间可

以和平共存，也可以竞争、相互取代，或者达成暂时休战（Meyer 和 Hollerer，2010）。 

制度逻辑的演变推动制度的变革性创新。于淼等（2024）的研究证明，大企业通过变

迁主导制度逻辑保障内部创业的机会和资源互动，内部创业推动主导制度逻辑变迁以促进

组织更新。解学梅和韩宇航（2022）的研究发现，不同阶段制造业企业的主导逻辑存在差

异，衍生出不同的绿色创新模式。刘德鹏等（2017）认为，德行逻辑替代自利主义逻辑的

制度变革有利于解决商业组织“社会脱嵌”问题。Vickers 等（2017）基于英格兰健康和福

利服务社会企业的分析，发现国家或公共逻辑、市场竞争逻辑和公民社会逻辑的相互作用

推动公共服务创新。邱姝敏等（2023）的一项研究证明，即使具有较强的科学逻辑烙印，

学术衍生企业也可以通过引入外部合作伙伴接受新的逻辑，从科学逻辑向市场逻辑主导转

变，提高产品创新和实现技术市场化。 

1.3 制度复杂性与制度逻辑 

制度复杂性研究侧重分析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应对制度复杂性两个方面。

制度复杂性研究在企业场域中积累了诸多成果，验证了现代社会复杂制度系统中多重逻辑

共存的现象和逻辑互动的机制，以及组织和个人如何应对制度复杂性。较早的研究主张，

逻辑之间是相互独立且矛盾的，一个逻辑可能增强或阻碍其他逻辑（Friedland 和 Alford, 

1991）。学者们用多重逻辑的相互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如医疗科研不端行为

（Berggren 和 Karabag，2019）、绿色企业发展（Vedula et al,2022）、社会企业运行（崔月

琴和母艳春，2019）、负责任创新（Owen et al, 2021）等。组织和个人如何策略性地应对

制度复杂性、平衡多重逻辑冲突成为制度逻辑研究的焦点话题（Raaijmakers et al, 2015；

SKelcher 和 Smith，2015；Perkmann et al, 2019）。 

制度复杂性为变革性制度创新提供机会（Ocasio，2016），表现为多重逻辑的异质性

和逻辑间互动影响组织和场域的制度实践（Besharov 和 Smith，2014）。例如，Llopis 和

D'Este（2016）研究证明，嵌入不同逻辑对医疗创新活动产生不同影响，当科学家嵌入到

科学逻辑中，与病人的接触可能会增强科学家参与创新活动的倾向，嵌入护理逻辑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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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则不然。缑倩雯和蔡宁（2015）指出，国有企业在国家逻辑影响下倾向于采取实质性战

略，私有企业在市场逻辑影响下更多选择象征性战略。对安全生产监管制度的研究证明，

逻辑之间存在吸纳、强化、挤出、竞争等互动关系，对安全生产监管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差

异化影响（杨露等，2025）。 

制度复杂性对制度创新的影响路径是多元的。有的学者认为多重逻辑的混合可能促进

组织或个人的创新（Skelcher 和 Smith，2015），例如，政府与市场两个逻辑相互增强能够

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杜运周等，2020）；也可能对组织运行产生矛盾或冲突，例如，市

场逻辑在新公共管理系统中的推广加重了基层的行政负担（Carey et al, 2020）；或者两种

作用同时存在，Lett（2018）的研究证明，多元逻辑共存可以为组织行为提供促进或抑制

的能动机会。Yan 等（2018）关于社会投资的研究表明，主导金融逻辑和社会逻辑兼容时，

促进投资的发展，当它们的关系走向竞争时，金融逻辑对社会贡献投资造成了阻碍。 

总体来说，制度逻辑理论在制度变迁与制度复杂性研究上积累了丰富成果，两个路径

虽关注不同的焦点但却可以相互促进。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

逻辑及其相互作用（周雪光和艾云，2010）。多重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组织和个人为

了回应不同制度逻辑的要求形成多元化的制度实践，制度变迁才得以推进。制度复杂性为

组织和个体提供实践空间，这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因而，二者的融合能够更深刻地

揭示制度逻辑的理论特征，更全面地还原制度发展的内在机理。 

既有研究对制度变迁中的逻辑演变、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组织实践的差异性

影响等问题给出了诸多有益见解。研究在借鉴其观点的同时，认为从制度逻辑的融合视角

剖析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制度变迁中的复杂性，也需要认识多重逻辑

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共存在同一场域中，以及逻辑间互动在不同时期如何塑造制度实践和格

局。我国基础研究制度的独特性体现为，坚持自由探索和战略导向“两条腿走路”，这也

决定了基础研究制度场域内至少存在双重价值引导，在微观制度实践中更多受到管理导向

的调节。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理念引入社会各界，外界制度情境的转变为基础研究场域的制

度实践创建了新的导向。在科技竞争和科技革命引发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环境下，各

类制度需求形成叠加趋势，对基础研究制度发展和实践提出了更多挑战。制度设计者或决

策者需要考量不同价值导向在场域中的角色，对多元制度要求进行优先排序，平衡多重逻

辑之间的力量，以实现多方力量协同推进制度创新的目标。 

综上，研究将制度变迁和制度复杂性两个研究路径融合起来，既关注制度变迁各阶段

逻辑的异质形态及作用，同时也探究多重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在此基

础上系统性诠释基础研究制度更新的内在机理。 

2 分析框架 

注意力的差异化配置对政府决策、组织策略和制度变革产生重要影响（Ocasio，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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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依帛和苏敬勤，2024）。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认为，注意力是稀缺资源。管理者有选择

地关注某些信息而忽略其他部分，因而决策需要事先判断议题的重要性或紧急性，即进行

注意力配置。Ocasio（2016）认为注意力配置是管理者对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觉察、编码、

聚焦，注意力配置过程需要集中投入时间和精力。Dunn 和 Jones（2010）在研究政府注意

力和选择时提出，注意力配置的过程不仅受到外界环境中信息的影响，在非完全理性下，

政府往往采用意图理性过滤和处理信息。这意味着，决策者的关注焦点不仅受到议题紧急

和重要性的影响，同时也因决策者或组织的认知因素而发生改变。依据对内外部情境的理

解，感知环境变化形成的需求，在多个问题中判断选择制度发展的核心目标，产生注意力

焦点和主要认知取向，是注意力配置的一般过程（Ocasio，2019）。注意力配置是制度变

革适应情境变化的宏观表现（见图 1 左部），在科技场域中，基础研究制度的外部情境包

括国内外科技发展态势，以及国内最新科技创新战略，变化的情境对基础研究提出相应的

需求，也决定了基础研究制度应当发挥的角色功能。 

外部情境的变化潜在地引发逻辑导向发生调整。制度逻辑作为一种中观视角，能够将

宏观环境的要求传递给组织和个体，从而影响微观层面的制度行为（见图 1 中部和右部）。

一方面，情境的改变（如冲击、危机、机遇等）会触发个体对逻辑的意义构建机制，进而

产生不同的制度认知和回应（Sandberg 和 Tsoukas，2015）。另一方面，制度逻辑的变化使

得个体能够感知制度需求和开展制度安排。周雪光认为，国家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变化使得

资源被重新分配，各行各业的社会群体和个体的社会机遇也相应地被改变（周雪光，2019）。

历史权变性使得不同逻辑的重要性也不断变化，探究制度逻辑的变化如何发生的机制是制

度更新得以诠释的一个层面。 

 

图 1  制度更新分析框架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部情境的变化如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科技范式形塑着基础研究制

度的逻辑导向，进而影响资助方式、管理办法和评价模式等制度安排。因此，纵向的制度

变迁分析和横向的逻辑复杂性分析对于诠释制度更新很有必要。然而，很少有研究从制度

逻辑视角解释注意力配置对制度安排的作用过程。特别是决策者关注焦点发生变化隐含的

价值导向，以及随之带来的制度实践动态调整、促进制度更新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尚未得

到完整呈现，基础研究制度随情境交替而做出差异化制度安排这一黑箱有待从新的视角打

开。 

  场域内逻辑共存形态

  各类逻辑角色与作用

  多重逻辑之间的关系

逻辑导向

制
度
更
新

制度安排

资助方式

管理办法 评价模式

感知外界情境

判断主要目标

注意力配置

宏观 中观 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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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ton 和 Ocasio（2012）界定了社会层面七种不同的制度秩序和相关逻辑，该分类

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在基础研究制度情境中，与之密切相关的制度实践主要受行政逻辑、

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所影响（Tomlinson, 2018；Owen et al, 2021；阎光才，2019；朱春奎，

2023）。以相关研究文献梳理为基础，结合科研管理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的前期访谈，研

究从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实践中提炼出三种制度逻辑的具体特征，包括注意力

焦点、合法性来源、行动目标和制度实践等维度，构成基础研究制度的多重逻辑模型（如

表 1 所示）。 

表 1  基础研究制度的多重逻辑模型 

维度 行政逻辑 学术逻辑 市场逻辑 

注意力焦点 程序规范、流程标准 
科学前沿、自由探索、同行

认可 
竞争、效率、利润 

合法性来源 

法律法规和组织强制

性要求、资源配置能

力 

研究能力、领域影响力 盈利能力、社会地位 

行动目标 标准化、效率化 
价值中立、知识生产规律、 

科学共同体规范 

利益最大化、功利导

向 

制度实践 

制定管理标准和执行

细则，考核科技投入

财政预算绩效，规避

不确定风险 

客观公平价值判断；依靠灵

感、积累和努力开展学术研

究和创新成果；坚持学术责

任、职业操守和科学精神等 

以量化指标评价科研

绩效；关注显示度高

的科研指标；更认可

产生实际效益的科研

成果 

行政逻辑是科研管理者在开展基础研究资助、项目管理和评价工作中为了履行职责和

完成上级任务所遵守的行为理念。政府是基础研究的主导资助主体，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

是通行的准则。政府部门及其基层单位在基础研究制度运行中遵循理性思维和事务本位导

向（Parreiras et al, 2019），以完成资源配置和提高组织管理效率为主要目标。行政逻辑在制

度实践中表现为两种原则，即“效率化规则”和“标准化规则”。效率化是进行科技资源

分配的重要原则，目的是为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它注重制度运行的结果导向，政府

一般倾向于设置操作性强和可视化高的管理标准和操作细则，并追求显示度高的成果产出，

以证明项目投入-产出实现了地区或国家的战略目标。标准化是科层实践的基础性原则，即

自上而下的指令传达、任务分解和量化考核的目标责任制（渠敬东等，2009）。标准化的程

序性操作能够为约束个体行为确定清晰的行动路线（斯科特等，2011）。 

学术逻辑是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活动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和群体行为规范。学术

逻辑下的行为模式承载着深刻价值，既体现为科研行为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独立、公正

和中立，也包含学者推进学术自由的价值观。学术逻辑要求科研评价遵循“价值中立规则”

（韦伯等，2018），即同行评审专家秉持客观的价值判断，而不掺杂主观情感。科研群体的

研究行为需要尊重知识生产规律，在基础研究实践活动体现为前沿探索、高度不确定性、

高失败率等特性。学术逻辑不仅是科学研究本身的性质所形成的规则，科学共同体约定俗

成的行为规范也是影响科研行为的重要理念（操太圣，2020）。通常表现为追求同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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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学的责任、对学科的归属感、坚守学术底线和学术操守（操太圣，2022）、秉持科学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等。 

市场逻辑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主要价值导向是功利主义，强调组织和个体行为主要

受自身利益驱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指标和结果为行为导向（Tomlinson，2018；缑

倩雯和蔡宁，2015）。市场环境以竞争性和功利化为主要特征，个体之间以实际成本收益

计算得失，互动中存在高不信任感和低约束度，因而需要高显示度信息以证明交易可行性

（朱春奎，2023）。市场逻辑注重盈利能力和社会地位，能够为个体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效应，

在科技创新场域中通过高投资高回报的模式有助于改善创新环境、促进成果转移转化、提

高个体积极性。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投入大、不确定、易失败等特性，与市场追求短期

见效、高回报、成本控制等实践原则存在冲突，这也意味着市场逻辑导向在基础研究领域

可能会产生失灵、扭曲等结果。 

3 研究方法 

制度通常被理解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统一体。因此，研究也将从两个层面对制

度变迁展开探索。一方面，正式制度的变迁体现为政策随时间的变化。政策是外部环境映

射到制度发展中的缩影，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注意力分配，政策文件承载着制度逻辑并对改

革实施发挥作用（Sarah 和 Woulfin，2016）。研究借助内容分析法对正式制度文本进行历

时性梳理，总结其外部变迁特征、关键性事件和政策总体目标，判断变迁节点和发展阶段，

通过对政策关键词的编码和词频分析总结主导逻辑的演变。并且，基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文

本分析，横向对比各阶段词频变化总结制度逻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为

正式制度的补充，是辅助制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将非正式制度具象为多重制度

逻辑，遵循制度逻辑的多层次分析原则，从制度实践、组织运作、个体行为等层面，总结

影响正式制度的价值导向、行为理念、群体规范、行业准则等，还有制度演变中新旧逻辑

共存的制度惯性等。 

3.1 数据来源 

制度分析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表征正式制度的基础研究相关政策和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数据的搜集主要通过专业政策数据库（如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法规信

息系统等）、中国政府网站、统计年鉴和报告资料等渠道完成。政策搜集时间范围为 1978

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9月 30日，搜索关键词限定在“基础研究资助、管理和评价”相关主

题范围内。政策类别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部门发布的意见、办法、方案、规划等文件，不包括组织申报各类计划项目的

通知、指南以及转发文件。 

另一类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它作为政策纲领性文件，凝聚了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

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工作成果和未来规划。高度浓缩的报告文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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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央政府注意力的重要材料（文宏等，2018），因此研究将 1978 年至 2024 年的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数据来源之一。第三类是相关统计数据和档案资料。为了还原基础研究

制度实践，研究还计算了制度演变过程中国家层面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数据来源于国

家统计局，包括 R&D 人员全时当量、基础研究人员、R&D 支出、基础研究支出和发表论

文数量等。统计数据缺失年份的资料，将以学界的回忆叙事和历史档案作为补充。 

3.2 数据处理 

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基础研究制度进行梳理与分析。制度文本包括政策文件和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研究对搜集的政策文本进行人工筛选、评议和补充，删除与基础研究无

直接关系以及文本信息不全的政策，共得到 274 份中央层面基础研究相关政策。研究还采

集了 1978-2024 年历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共计 47 份。每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均含

有“回顾”和“展望”两个部分，这两块内容分别表征了政府部门对于各领域公共事务的

执行情况和注意力分配。研究摘取报告中的“回顾”和“展望”两个部分，筛选出与“基

础研究”“资助”“管理”“评价”等直接相关的内容作为制度文本的补充。 

在调研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研究首先识别除能够影响政策导向的关键事件

和主要政策，进而总结政策目标的变化，从而划分政策变迁阶段。按照三级编码的原则，

使用 Nvivo11 软件将政策文本和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编码，统计各阶段制度文本关键词词频，

并根据词频排序和关键词变化解释注意力配置的动态发展。根据关键事件、历史资料和制

度文本分析结果，经过反复匹配和多次修正实现理论饱和。最后归纳出各阶段的注意力配

置和逻辑导向，以及资助、管理与评价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实现理论维度的具象化和稳定

结构，形成基础研究制度更新的理论阐释（如表 2 所示）。该表作为接下来开展制度分析的

脚本，通过呈现基础研究科研场域中多重逻辑的特殊性，刻画宏观制度设计的注意力对中

观逻辑导向的牵引，从而形塑微观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实践的内在机制，是研究在理论

贡献上的集中体现。 

表 2   基础研究制度更新的理论阐释 

理论维度 1978-1984 1985-1995 1996-2005 2006-2011 2012-2024 

注

意

力

配

置 

感知外界情境 
科学的春天 

思想拨乱反正 

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 
科教兴国战略 

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

家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科技自

立自强 

判断主要目标 

解决现代化建

设中迫切的科

技课题 

改变科研和生

产脱节的问题 

通过应用技术

研发实现产业

升级 

服务国家目标

与鼓励自由探

索相结合 

突出原创 

鼓励自由探索 

逻

辑

导

向 

多重逻辑表征 

恢复和新建科

技制度和重点

研究机构，基

础研究缺乏人

财物力发展艰

难 

科学基金制建

立改变计划分

配模式，科学

计量学指标开

始用于评价，

建立同行评审

制度 

竞争性项目和

量化评价大大

提高了科研成

果数量，国家

创新体系基本

框架确立 

市场化导向导

致重量轻质、

急功近利，科

研管理过度依

赖市场工具，

科学研究受过

多行政干预 

基础研究列入

《科学技术进

步法》，确立

基础研究的战

略地位，密集

出台三评、四

唯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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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逻辑关系 

行政逻辑主导 

学术逻辑薄弱 

市场逻辑缺席 

市场逻辑入场

三重逻辑形成

合作关系 

市场与行政逻

辑深度合作,

学术逻辑受到

更多重视 

市场逻辑产生

负面影响，三

重逻辑之间出

现冲突 

学术逻辑地位

凸显，市场逻

辑与其他逻辑

的矛盾关系得

到疏导 

制

度

安

排 

资助方式 计划分配 
试行科学基金

制 

以科学基金制

为主 

稳定支持和竞

争择优相结合 
多元资助方式 

管理办法 
科技规划 

和攻关 

计划管理与间

接管理相结合 

项目规范管理

规范化 

财政经费科学

管理 

简化流程 

数字化管理 

评价模式 科技奖励为主 同行评审 
第三方评估和

教育评估建立 

同行评价为

主，多种评价

方法并用 

分类评价 

多元评价 

4 制度分析 

遵循科技制度变迁研究的一般方法，研究从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通过梳理关键

事件（如图 2所示），确定了以下关键节点及主要目标：1978 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

会上的论断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工作方针，将全面恢复和重建基础学科确立为主要

目标。1985 年，科技体制改革开始，面向经济建设成为发挥科技作为生产力的目标。1995

年，在科教兴国战略性目标引领下，中央明确提出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

带动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变革。2006 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战略提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围绕这个目标开展。2012 年，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成为新的科技发展导向，基础研究的目标要实现从 0 到 1 的原创性突破，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障碍，促进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制度建设重点。 

 

图 2  基础研究制度变迁历程 

以上述关键节点作为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制度的发

展历程共经历了 5 个时段，分别是 1978-1984 年、1985-1995 年、1996-2005 年、2006-2011

年和 2012-2024 年。研究进一步梳理制度变迁各阶段资助、管理与评价的政策文本和制度

实践，按照“注意力配置-逻辑导向-制度安排”的思路阐释制度更新的发生过程和内在机

理。 

1978 20241985

全国科学大会

 成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86 1992

 稳住一头、

放开一片 

引入SCI等量化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颁布

1993 1995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科教兴国战略

2000

《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
《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

2003 2006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

国家战略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修订）

2011

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

2012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2015 2016 2017 2018 2020 2021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深化 三评 改革
清 四唯 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修订）

恢复职称制度和
科技奖励制度

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会议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科技评估工作规定》（试行）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加强 从0到1 
基础研究工作方案》
《新形势下加强基础
研究若干重点举措》

《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修订）

2023

国家科学技术部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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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恢复重建阶段：行政逻辑主导 

4.1.1 注意力配置 

1978 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号召“向科学

技术现代化进军”，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重建科技的制度发展基调。大会通过了

《1978-1985 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 8 个发展领域和 108 个重点研究项目。会

后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又迅速组织制定并发布《1978-1985 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1979 年 11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同年

12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恢复了国家奖励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对

7000 多项科技成果进行了奖励。上述若干举措在全国形成了重视科技的热潮，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思想拨乱反正后，科研工作者的名誉和地位逐步恢复，尊重知识

分子的社会风气形成。1979 年 1 月 4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

识分子政策》，在邓小平同志的多次倡议下，党内外营造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逐步放弃“团结、教育、改造”的陈旧知识分子政策方针，代之以“充分信任，放手使

用”。1983 年发布《科技界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六条政策界线》，鼓励科技人员学习

现代科学技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允许科研工作一部分自由选题。 

基于上述情境，国家将更多的注意力用于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科技课题。由

于国家财力物力不足，科技工作要遵循抓住重点、集中力量，合理使用资金。1978 年之前，

我国没有专门支持基础研究的机构和计划，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数量也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初期，基础研究工作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基础学科体系，按照数学、

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 6 个学科领域划分；二是重建科研体系，包括教育部

主管的高校（主要目标是人才培养），恢复重建中国科学院系统，以“任务带学科”的思

路完成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三是建设国家实验室，1984 年我国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提出了 43 个重点研究项目和 14 个重大项目。 

表 3  第一阶段制度文本关键主题词（1978-1984 年） 

词频 属性 主要的制度文本主题词 

18 科技发展目标 科学事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 

11 学术性标准 
学术思想新颖、学术水平、研究基础、科学技术新成就、科学意义、

科学价值 

11 社会影响 
实际意义、社会效益、应用推广、市场调节、经济杠杆、经济建设、

经济效益 

13 基础研究导向 基础研究、突破发现、国内首创、填补空白 

7 评价方式 同行评审、同行审议、技术鉴定 

5 项目管理模式 计划管理、计划指南、分配比例、分类管理、分级管理 

5 管理规则 可行性、合理性、研究实力 

4 资助模式 国家财政拨款、分类管理 

4.1.2 逻辑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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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建立，因而计划分配仍然是科技工作主要逻辑导向。

基于国家经济建设对技术进步的急切需求，科学研究的资源分配以科技规划和攻关的组织

模式进行。由于文革之后科技活动百废俱兴，社会层面对科学研究和知识分子还存在偏见，

学术群体力量薄弱，必须借助强有力的手段快速恢复发展和扭转风气。因此，以邓小平为

中心的中央决策团体通过行政手段恢复新建科研体系、基础学科、实验室、高等学校，有

重点地增加科技投入，并恢复发展科技奖励、学术和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为科技事业发展

扫清障碍。以上系列举措显示了行政逻辑在当时科技场域中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鼓励开展科学研究和自由探索的学术逻辑重获新生，社会对知识分子和科

学知识的歧视得到纠正，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制度实践中表现为恢复新增

重点高等学校，仅 1978 年就增加了近 169 所，同时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也为我国开

展基础性研究提供人才支撑，截至 1984 年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人数已达 735 万人。全国平均

每年取得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三千余项，特别是在集成电路、结构化学、理论数学等方

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科技奖励制度的恢复促使科技工作者积极性高涨，

例如，屠呦呦等人研制成功治疟新药青蒿素荣获 1979 年国家发明奖，袁隆平培育成功籼型

杂交水稻荣获国家发明特等奖。然而，基础研究的制度建设工作还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

政策文件中尚未确切提出“基础研究”概念，与之相关的表述主要为“科学技术研

究”“基础学科”等（见表 3）。基础研究的相关统计数据如论文发表和投入也较为缺乏，

显示学术逻辑在场域中的影响力较弱，科学技术的整体研究能力还处于较低层次。 

4.1.3 制度安排 

在计划分配的行政导向下，科学技术的资助导向以政府计划分配式资助为主，体现为

以计划指南开展科学研究，制定严格的分配比例，以及分级管理等具体举措。学术逻辑的

发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科学工作者的影响力，在学者们的推动下，我国基础研究开始迈向

规范管理。1981 年，89 位中科院院士致信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借鉴“由政府出资和监督，

成立第三方机构”支持基础研究的国际经验，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我国的

基础研究工作。之后据此设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并颁布规范科学基金管理的科学

基金试行条、实施办法和课题经费管理办法。1985 年之前，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共受理项

目申请 9344 项，批准资助 4426 项，对于当时的科研人员而言，科学基金项目不仅是科研

经费支持，更是学术荣誉（李静海，2018）。   

由于科技管理部门还无法实现规范性开展评价活动，对科学技术成果的评价以科技奖

励为主。在学术逻辑影响薄弱的环境下，缺乏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导致科

研评价活动中的人情因素产生较大影响。成果评审结果中常见“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等

夸大性词汇，奖励名目五花八门，对科技奖励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制度文本中看，科

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侧重“学术水平、科学意义、科学价值”等学术指标，相比之下，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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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逻辑相关的“实际意义、应用推广、经济效益”等政策词汇的词频更高。 

4.2 探索学习阶段：市场逻辑出现，多重逻辑开始合作 

4.2.1 注意力配置 

伴随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我国逐渐意识到经济建设中许多重大问题有赖于科学技

术的重大突破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而，自 1985 年起，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

的改革。1985 年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并颁布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重申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

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同年发布《1986-2000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设立专门支持

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次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成立。1988 年，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②
，中央明确要将经济社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

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同年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确立了科技的战略地位，为

我国科技政策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1985 至 1994 年期间，面向经济建设，改变科研和生产脱节，是科技工作主要目标。 

科技体制改革遵循“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指导方针，“稳住一头”即加强基础性研究、

发展高新技术研究，“放开一片”即放开技术开发和科技服务机构的研究开发经营活动。该

方针的制定显示了基础研究逐渐得到国家重视，也表明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市场逻辑进入

科技场域。1989 年，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基础性研究是我国

科技发展战略部署的三个层次之一，必须坚持持续稳定发展，这是科技体制改革历史上第

一次在正式文件里提出这个概念。1992 年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

“面向”“依靠”“攀高峰”的科技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基础研究的发展目标有了新的定位，

即“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攀登科技高峰，力争在优势领域有所突破”。整体而言，此阶段的

科技活动焦点是高技术领域，重大成果包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的建成，秦山

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长征系列火箭水平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表 4  第二阶段制度文本关键主题词（1985-1994 年） 

词频 属性 主要的制度文本主题词 

36 基础研究导向 
基础性研究、稳定一头、突出重点、有限目标、鼓励探索、新兴科学技

术、交叉研究、创造性成果、高水平研究、突破性成就、国际前沿 

21 学术性标准 
学科前沿、科学前沿、科学意义、学术思想新颖、科学价值、学术水平、

创新学术思想、学术发现 

17 科技创新目标 面向经济、现代化、科学事业发展、技术创新、培养人才、技术进步 

14 社会影响 社会效益、重大效益、与生产结合、应用推广、经济效益 

10 评价方式 同行评审、学科评审、同行评审、综合评审、综合评估 

10 管理规则 可行性、研究能力、研究条件、合理性、公正合理 

9 项目管理模式 计划管理与间接管理结合、合同管理、分级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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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家管理 专家委员会、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依靠专家 

7 资助模式 稳定支持、竞争机制、改革拨款制度、经费与任务挂钩 

 4.2.2 逻辑导向 

“科技与经济结合”“依靠、面向”的方针推行后，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向着市场化方

向前行。198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我国科研经费配置方式从“计划分配”转

向“竞争择优”，改变了科研机构对行政部门的依附关系，促使其主动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标志着市场导向逐渐对基础性科学研究发挥影响。进一步改革科研人员管理制度，实行专

业技术职务聘任制，通过减少事业费把科研人员“逼”向市场，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停薪

留职、业余兼职和合理流动。市场导向对科研管理工作产生较大影响，促进了科技与经济

的深度融合。“稳住一头”“攀高峰”等方针的提出将基础研究提升至更高地位，与至相关

的政策词汇量明显增多，如“鼓励探索、创造性成果、国际前沿”等（如表 4 所示），探索

科学前沿为目标的学术逻辑得到国家日益重视。自此，市场、行政和学术三重逻辑在科技

场域中呈现共存局面。 

科研市场化的改革导向提高了科研成果数量和科研资源的利用效率。竞争机制改变了

资源分配和评价方式，这一改革在当时整体基础科研实力较弱的背景下，成为激励科研人

员学术积极性的有力工具，有效提升了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七五”时期（1986 年至 1990

年）我国共取得国家级科学技术成果 14139项，是“六五”时期的 1.5倍。这说明效率导向

的市场逻辑不仅对行政逻辑的规范管理起到促进作用，而且有助于提升科学研究人员学术

热情。在组织层面，各类逻辑的行为主体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结合日趋紧密，仅

1991 年就有 4965 项科技成果转让，设立了 4864 个联合研究开发项目。可以说，三重逻辑

在同一场域中达成合作关系。20世纪 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为市场逻辑

的影响确立了合法性，盈利最大化的市场导向对科技活动影响力度更大。这个阶段出现了

科研人员“下海”办企业的现象，探索通过创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一步强化

了市场逻辑对科学界的影响，表明逻辑之间出现了相互强化的结果。 

4.2.3 制度安排 

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管理工作以市场化导向改革拨款制度为特征，呈现为三方面的

制度安排：一是“国家财政拨款”，通过减少事业费，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放活科研机构

和科技人员；二是“分类管理”，根据科研机构的功能，实行科研经费分类管理。对从事基

础研究的科研院所试行科学基金制，削减应用技术科研机构事业费；三是“包干经费”，公

益研究科研机构和农业科研机构实行事业费包干（徐芳等，2018）。相比上一阶段，1985

年后的基础研究政策导向更注重分类设定，对有应用前景的高新技术研究，政策要求提供

重点支持和大力扶植，要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科技问题为目标。例如 1986 年起，

政府先后批准建立 53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制定了 “863 计划”“火炬计划”“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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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重大项目攻关计划等一系列重要计划，更关注科学规律和前沿探索，对从事基础研

究的人才给予稳定支持，建设高水平研究队伍。例如，1985 年由李政道倡议，邓小平亲自

决策设立博士后制度，1994 年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在多重逻辑合作的影响下，基础研究的管理模式呈现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特征。

在制度文本中体现为“计划管理、分级归口管理”等话语。政策设置了更加具体的计划管

理细则，包括定期的验收、汇报、审计、评议等活动。科学基金制建立后，科研项目从过

去的计划分配变为自主申请，选题上充分尊重科研人员学术意愿；项目遴选采用同行评审，

尊重学术共同体意见，减少行政干预；项目实施过程中，科研人员有权自行组织研究。评

审专家管理制度日益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专家遴选、评审和专家委员会的管

理做出规定，依靠专家、科学、公平成为同行评审制度的主要原则。国家开始采用合同管

理的方式管理课题，政策还规定了诸如项目变更、回避、保密等具体管理细则。 

市场导向的竞争机制逐渐渗入科研评价工作中，同行评审制度建立起来，政策中出现

了“经费与任务挂钩”等凸显竞争导向的词汇。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

开展评价，南京大学最早引入 SCI 指标，并带动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评价变革。科研评

价工作也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我国的机构评估制度正式建立起来，如 1993 年中科院启动研

究所评价，基金委开展同行评审方法论研究并改进评议系统，科技部开启国家重点实验室

评估。这一阶段，基础研究评价制度对学术价值更加重视。评价政策更加强调遵循科学规

律，注重科学前沿的探索、创新学术思想、学术发现等指标，科研成果的应用推广以及经

济和社会效益得到更多重视。 

4.3 规范建设阶段：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深度合作 

4.3.1 注意力配置 

1995-2005 年期间，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基础研究在一些前沿领域取得可喜的进

展，关键性技术的攻关研究取得一批新成果。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

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成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新指导思想。1996

年，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永攀科技高峰”③。同

年，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确立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

合的技术开发体系，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以及社会化的科技服务

体系。1997 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方案，投资建

设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及知识创新系统。1998 年 6 月，

我国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从更高层次上加强对科技工作的宏观指导和整体协调。

1999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将“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确立为科技跨世纪的战略目标。1999-2002 年间开展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国家

各部门所属 370 多家科研机构先后转制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 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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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所属 265 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改革。国家通过关键技术的研发实现产业升级、

加快产业化进程，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机制为

基础的科技体制成为此阶段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推进科研院所改革，逐步确立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是科技工作关注的重点。基础研究的定位

以国家目标为首，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

基础研究的资助、管理与评价工作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1997 年 6 月 4 日，国家科技领导

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 计划），面向前沿高

科技战略领域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同年建立了科研机构绩效考评制度，国家科技部正式批

准成立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1998 年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科技评估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兴

起；1999 年，国家科研计划实行课题制，大力推行项目招投标和中介评估制度，高校对科

研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2000年和 2001年分别颁布了《科技评估

管理暂行办法》和《科技评估规范》。国家对“863 计划”“973 计划”等重大计划进行阶段

性评估，加强了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同时基金委进一步强化了对基础研究项目的规

范管理。 

 表 5  第三阶段制度文本关键主题词（1995-2005 年） 

词频 属性 主要的制度文本主题词 

45 基础研究导向 
稳住一头、突出重点、原始性创新、探索性研究、非共识、风险性高、

学科交叉、突破性进展、新方向探索、科学前沿 

33 科技创新目标 科教兴国战略、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技进步、技术创新 

24 项目管理 
回避制度、课题制、基金项目库、理事会制、动态调整、跟踪管理、追

踪反馈、归口管理 

20 社会影响 社会效益、社会形象、经济效益、市场需求、市场作用、市场导向 

19 学术性标准 
科学问题、国际科学前沿、前沿突破、前瞻、重大科学发现、科学价

值、论文质量、学术影响、有显示度的国际奖项 

19 专家管理 
专家信誉制度、专家信誉档案、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机制、专家

顾问组、学术委员会、依靠专家、评审委员会 

17 评价方式 
同行评审、定性评估为主、学术界自我评价、社会化科研评价、中介评

估、政府评价、专家评议和政府决策结合 

16 教育评价 985 工程、211 工程、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 

13 管理规则 可行性、公正、客观、项目管理效率、资源配置 

11 科研环境 
创新文化、勇于创新、尊重人才、自由探索、学风、尊重知识、新技术

革命、知识经济、学术民主 

4.3.2 逻辑导向 

自上阶段 1985 年科技体制改革后，市场机制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竞

争性项目和量化评价等市场化工具的引入带动了科研成果数量的迅速提高，科技体制的市

场化改革顺利进行，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的合作实现了双赢的结果。然而，过度重视市场

化发展的改革举措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础性研究力量，影响了学术逻辑的重要性。商业价

值和经济效益为导向的社会舆论冲击着科学研究和科研人员的地位，诸如“脑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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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比喻成为 90 年代初期科

研界的真实写照。 

1995 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科技与经济关系的重要拐点，提高了全社会对科技和教

育的重视程度。1998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

预算安排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保证预算内教育和科技

经费拨款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1995 年到 2005 年的 10 年间，我国研发经

费支出及占 GDP 的比重，都显示出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支出额以年均 22%的速度增长

（见图 3），远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十多个发达国家。在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下，科

研条件和科学家待遇都有了显著改善，1995 年之后的十余年是中国科技论文快速增长期，

论文总数从 13.3 万篇增长到 52.1 万篇，年均增长率为 13.2%。 

 
图 3  1999-2024 年 R&D 支出和占比 

4.3.3 制度安排 

这一时期的资助与管理制度以健全科学基金制为主要特征。基础研究的发展导向承袭

了前一阶段的“稳住一头”方针，突出重点、围绕科学前沿。在学术逻辑作用增强的作用

下，政策文本中新出现了诸如“原始性创新、探索性研究、风险性高、学科交叉”等更能

反映基础性科研规律的词汇，表明政府决策层对于基础研究的认知更加深入。“竞争机制、

政府资助、专款专用”等关键词意味着基础研究的资助以政府投入的基金制为主。这一时

期新设立了 973 计划（1997 年）和知识创新工程（1999 年），促进基础研究在重大科学问

题和国际科技前沿上的突破。绩效考核的市场导向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管理要求，如表 5

所示，制度文本中增加了“项目管理效率、资源配置、绩效考评或评估”等更具规范管理

和市场导向的词汇。 

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的深度合作促使科研评价制度进一步规范发展。2003 年，科技部

颁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和《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明确科技

评价作为科技管理的重要手段，并提出目标导向、分类实施、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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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明确改进评价工作的基本思路。自此，依据政府行政要求和市场管理模式开展的科

研评价活动数量逐渐增多。在评价规则方面，“事前-事中-事后”的评估体系逐渐成型，评

审专家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化和严格化，建立了专家信誉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采用专家信

誉档案、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方式规范专家评审行为。此外，满足社会认可的教育评价

制度建立起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实践包括 1995 年设立 211 工程、1998 年设立 985 工

程、2002 年教育部启动首轮学科评估等，突显了国家对学术逻辑的强化，以及竞争性思维

对科研体系的形塑。 

科学计量指标在评价工作中的普遍应用使得论文数量迅速提升，而成果质量参差不齐

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为了改善评审的规范性问题，调整“一刀切”评价方式对基础研究成

果质量的忽视，同行评审制度建设增加了外部评估，以促进评审过程公平、公正与公开。

逐步建立起以定性评估为主、专家评议和政府决策结合，学术界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估相结

合的评价体系。量化评价成为基础研究领域盛行的导向，显示度高的成果更能获得学界和

社会认可。 

4.4 优化完善阶段：多重逻辑出现冲突 

4.4.1 注意力配置 

21 世纪以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叠加推进全球科技创新的互联互通，科学技术

作为核心竞争力愈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面对科研和技术创新水平快速提高，论文、

专利和科研人员数量都位居前列的成绩，我国也在反思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和核心技术缺

失，并深刻意识到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因而，2006 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确立了“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④。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科研管理体系不断健全优化的时期。

随着 SCI 等量化指标在科研评价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量化评价已然成为科技界流行的主

导模式，项目申请、人才评聘、科技奖励等评价活动普遍采用市场化指标，重量轻质和功

利化等不良风气也引起科技界和政府部门的普遍关注。 

这一时期的基础研究发展旨在实现国家战略与自由探索的有机结合。2006 年 2 月，国

务院正式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强调发展基础研究

“要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原则”“稳定支持，超前部署”⑤。2011 年

9 月，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两院和基金委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意

见》，提出今后基础研究的发展路径：首先，推动服务国家目标和开展自由探索的有机结合，

在基础研究资助方面加大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稳定支持和竞争择优相结合的

机制；其次，在科技计划建设方面，推进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紧密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

设，继续组织实施“创新 2020”“211 工程”“985 工程”，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的顶层设计，

优化基础研究布局。 

4.4.2 逻辑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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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至 2011 年阶段，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矛盾凸显，逻辑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

自 1986 年引入竞争机制以来，科研市场化导向已发展 20 余年。市场导向在迅速提高科研

成果数量的同时也引发了盲目攀比、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在科研实践中表现为数论文、

计项目、数奖项、看职称、看学历等量化评价管理模式，违背了科学研究规律，扭曲了基

础研究的价值导向。在管理实践中，过度依赖竞争机制、绩效考核、量化指标等，制定形

式主义、“一刀切”和数目繁多的管理评价规则，使得基础研究科研人员受到诸多限制，难

以安心治学。这些问题证明了过度依赖市场逻辑的思维并不符合科研管理初衷，也不利于

学术健康发展。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与讨论表明，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合作关系出现动摇。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开展，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管理与评价模式在科研机构和高等

院校中得到实践，意味着政府部门开始对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规范管理市

场竞争机制和功利化导向的实践方式。这一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快建立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机制和现代院所制度，完善国家科研

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在科研机构

内部积极推行聘用制，奖励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智力，如 1994

年中国科学院实施“百人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他们为重要学科迅速走到

世界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发挥作用，这批人才中大部分人成长为相关学科领域的领

军人物，也为我国开展各类人才计划积攒先行经验（白春礼，2019）。国家更加注重科技资

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并强调保持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提高科研经费

使用效率。以上举措表明，我国行政逻辑的实践日益规范化，基础研究的资助、管理与评

价机制建设正朝向学术逻辑的价值导向发展。 

 

图 4   2006 年至 2023 年发表科技论文数量 

学术逻辑对于科学前沿和国际影响力的关注日益提高，并与行政逻辑实现相互强化。

这一阶段基础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重点聚焦基础科学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关键技术研

究。基础研究科研活动的资助类型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技术研究和科技支撑计划为主，

自 2006 年国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科技重大专项以来，一批国家实验室、国家

工程中心开始得到重点建设。2008年至 2011年间，大批前沿领域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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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共性技术通过计划或项目的形式陆续部署。这意味着，旨在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的导向处

于资源分配的焦点，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合作关系开始建立。基础研究领域产生了丰硕

成果，使得学术逻辑在学术界和社会层面都产生了较高影响。2010 年中国科技论文总数达

到 53.06 万篇，维持 12 年之久的论文高速增长率在此后趋于稳定且略有下降（见图 4），主

要原因是科研工作者和学术期刊对论文的关注点由数量转向质量。更多的科研工作者走上

国际舞台展示成果，重视国际论文的发表。我国科技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总数

已居世界前列，特别是 SCI 收录的中国科学家论文数已居美国之后，与英、德、日三国相

当，数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论文增长明显。 

    表 6  第四阶段制度文本关键主题词（2006-2011 年） 

词频 属性 主要的制度文本主题词 

92 基础研究导向 
自由探索、非共识项目、重点突破、原始性创新、学科交叉、鼓励探索、

鼓励创新、学科生长点、突破性进展、重大科学发现 

61 科技创新目标 
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创新型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国家创新体系、科学

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持续创新、人才强国、科技强国 

43 项目管理 
回避、动态调整、追踪问效、异议制度、限额申报、项目库、有限规模、

合同制管理、保密、评价结果使用、目标责任制 

33 学术性标准 
创新性、科学价值、研究基础、创新学术思想、学术价值、有显示度的国

际奖项、学术影响、研究贡献、科学发展规律 

31 评价方式 
同行评审、学术委员会、定性评价为主、定性和定量结合、学术评价、自

评、政府决策与专家评审结合 

24 科研环境 
学术环境、学风建设、科研诚信、创新文化、学术不端、学术风气、师德

表现、学术自由、急功近利、过度量化 

18 科研评价改革 
代表性成果、高水平学术论文、分类评价、放宽申请限制、基础研究评价

体系、品德能力、业绩、创新、质量、避免频繁考核 

17 资助模式 
稳定支持、中央财政拨款、平等竞争、稳定支持和竞争择优结合、追加资

助、基本科研业务费、科学事业费、科技计划经费 

16 教育评价 985 工程、211 工程、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 

14 绩效评估 绩效评价、综合绩效评估、绩效目标、财政经费绩效评价 

4.4.3 制度安排 

基础研究资助工作以稳定支持和竞争择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如表 6 所示，此阶段制

度文本中，“自由探索、鼓励创新、原始性创新”等促进学术探索的词汇应用上更加积极，

“学科交叉、学科生长点、突破性进展和重大科学发现”等体现勇攀科学高峰的激励性词

汇也在增多。这种取向与本阶段的基础研究角色定位是一致的，即科学系统服务国家目标

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科技创新战略导向也决定了基础研究的资助模式从“政府为主

的项目制投入”转向“稳定支持和竞争择优结合”。其中，稳定支持体现为基本科研业务费

和科学事业费的增加，竞争择优体现在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和后期资助等形式。在项目管理

方面，受市场导向和管理规则的影响，经费管理从过去注重精打细算的节俭模式转变为财

政经费科学管理模式，并且提高经费投入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力度。制度文本中出现

“项目经费使用效益、资金使用效果、资源优化配置、绩效问责”等词汇。 

这一时期，基础研究的科研评价工作目标是完善评价体系。评价规则增加了“科研信

用建设、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等规则，以规范科研个体行为和促进自由探索。为了强化



21 

 

科学共同体的价值中立作用和学术责任，评审专家的管理制度更强调专家资格审查，并建

立专家库、引入国际同行专家以促进评价的公平公正公开。在评价方式方法上，基础研究

以同行评价为主，采用定性评价为主、定性和定量结合、自评与外部评估相结合、政府决

策与专家评审结合的方式，倡导开展后评估，外部评估新增“第三方评估、专业评估机构”

等辅助性支持。通过改进科研管理和评价方法，深化管理者对科学规律的认知。自 2006 年

起，我国逐步建立科研项目经费的绩效评价制度，设立了综合绩效评估、财政经费绩效评

价等规则。市场化管理工具被应用于提升资源分配质量，如针对不同项目制定绩效目标，

绩效评价结果将成为单位和个人日后申请立项的重要依据。 

4.5 深化改革阶段：多重逻辑走向协调 

4.5.1 注意力配置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严峻的国际

竞争局势，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危机，诸多不利因素对我国科技创新提出更高要求。

新时代的科技发展关键在于夯实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面对此情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出台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措施。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提出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对创新驱动发展做出顶

层设计和整体部署。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⑥。2020 年，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

会上，对新时代科技创新做出“四个面向”的战略部署⑦。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要重点抓好完善评价制度等基础改革” 

⑧，奠定了新时代基础研究制度改革的走向。 

2012 年以来，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加强

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⑨。在创新驱动和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引导下，这一

阶段基础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

供给和引领作用。围绕基础研究的相关政策频频出台，例如 2018 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颁布，通过设立前沿科学中心、实施珠峰计划等激励科研

机构进行基础研究与创新突破。2019 年提高了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奖金标准，印发《关于进

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2020 年出台《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

充工作方案》和《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2021 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

法》将基础研究单列为第二章的显著位置，基础研究在我国科技领域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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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修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加大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奖励，

以上举措都表明党和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4.5.2 逻辑导向 

2012-2024 年阶段，我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强化基础

研究的学术逻辑，并调整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关注度持

续稳定上升，在这十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基础研究”在报告正文中出现的频次

（共 27 次）显著高于前几个阶段。与基础研究科学规律相关的学术逻辑在这一阶段得到极

大重视。例如，2016 年 11 月发布《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

深化科技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以“四唯”为表征的科研乱象反映出行政逻辑、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之间

冲突愈演愈烈，对基础研究科研生态造成严重干扰。政府调整逻辑间关系的举措力度也不

断加大，特别是改革科研管理中与科技发展规律相悖的制度因素，摒弃功利主义的评价标

准尤为重要。为此，科技部和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自上而下开展一系列破“四唯”和“立新

标”以及“三评”改革的制度行动，以推动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度实践向更有利于激

发创新活力的方向发展，创造尊重科研人才和信任为基础的科研生态环境，促进行政逻辑、

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和谐关系的生成。 

4.5.3 制度安排 

在学术逻辑引导下，中央层面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自 2012 年之后，基

础研究支出占 R&D 比重的增速大幅上涨，2019 年至 2024 年期间连续六年保持在 6%以上

（见图 5）。在此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年增长率高达 20%，平均每年资助 2 万

余项。本阶段的资助主要有两类导向：一类是自由探索、非共识、交叉学科、鼓励探索等

满足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资助导向。例如，201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原创探索计划，

2020 年专门设立交叉科学部用于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2015 年国家提出“双一流”战

略，用于重点资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并设置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高校发展科研

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另一类是有限目标、颠覆性、重点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等国家战略需

求导向的资助导向。这一阶段的资助模式呈现多元化特征，设立了包括后补助、包干制、

定向择优、多元化投入、揭榜挂帅等多种方式。在管理办法上，从减少行政干预和克服市

场导向弊病的角度出发，基础研究的项目管理更注重简化项目流程，强化评审结果的反馈。

制度文件强调运用数字管理技术，优化专家库和项目数据库，重视项目评价结果的运用，

动态调整项目资助经费。另外设置科研财务助理岗位、通过结余资金盘活、简化预算编制、

放宽申请限制等措施，释放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和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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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9-2024 年基础研究支出和占比 

本阶段科研评价工作的重心是深化分类评价改革、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模式。

在 2016 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

管理方式”“要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⑩。2018 年科研评价改

革政策密集出台，《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化开展

“三评”改革。科技部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

项”专项行动的通知》。2020 年专门针对“唯论文”的不良导向颁布了《关于破除科研评

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

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上述系列制度改革不仅直面当前我国科研场域的功利化导向

等问题，而且在学界加强了科研学风作风建设，建立起质量、贡献和实效为标准的基础研

究创新导向。 

  表 7   第五阶段制度文本关键主题词（2012-2024 年） 

词频 属性 主要的制度文本主题词 

146 科技创新目标 
创新驱动、原始创新、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国家创新体系、人才强

国、科教兴国、科技治理、协同创新、全面创新、原创导向、新质生产力 

104 科技体制改革 
代表作评价、五唯、四唯、科研评价改革、信任、分类评价、减少评估/

评价、分类改革、放管服改革、宽容失败、延长评价周期、容错机制 

95 基础研究导向 
自由探索、非共识、学科交叉、鼓励探索、0到 1、有限目标、好奇心驱

动、颠覆性、共识项目、学科生长点 

87 评价方法 
分类评价、综合评价、长周期评价、后评估、整体性评价、信用评价、差

别化评价、多元评价、公开择优、弹性评估、发展性评价、非常规评审 

85 项目管理 

动态调整、科研财务助理、结余资金盘活、决策执行评价分开、意见反

馈、评价结果运用、简化预算编制、放宽申请限制、分类管理、项目数据

库 

80 学术性标准 
科学价值、创新质量、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力、基础前沿、科学规律、知

识价值、关键科学问题、学术水平 

69 科研环境 

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创新文化、学风、科学道德、黑名单、学术环

境、科研信用体系、科研生态、师德师风、打招呼、学术监督、学术氛

围、学术不端、科研诚信、学术共同体、自律 

63 资助导向 
质量、贡献、实际贡献、绩效导向、科技创新规律、结果导向、注重绩

效、市场导向、学术自由 

60 教育评价 
双一流、学科评估、科教结合、学科发展、211、985、聘期评价、高校创

新、学术排名、学科排名、职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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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评价方式 
同行评审、机构评估、国际同行评价、小同行评审、科学界公认、定量与

定性结合、单位自评、学术同行评价 

35 专家管理 
专家遴选、信用记录、专家数据库、专家库、信誉制度、专家责任、专家

自律、专家评价信誉、尊重专家意见 

34 资助模式 稳定支持、后补助、包干制、多元化投入、竞争性支持、延续资助 

基于基础研究长周期和不确定性等特性，本阶段的分类评价制度改革更侧重整体性评

价、非常规评审、发展性评价等；考核方式上更注重科技计划后评估、信用评价、中长期

绩效评价和弹性评估等；评价标准增加宽容失败、延长评价周期等要求。为降低量化导向

对基础研究科研评价的干扰，政策要求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小同行评审、单位自评和学术

同行评价，辅助以社会监督、第三方评价、社会排名为主的外部评估。学术逻辑的强化也

提升了科学共同体的影响力和学术责任，凸显了科研人员职业操守和科学精神的作用。相

应的，科研管理者更加重视专家意见，减少对评审专家的限制，此举也间接促进了专家提

出学术性意见的积极性，促进原创性和前沿性研究的识别（如表 7 所示）。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研究围绕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的制度实践，以国家层面 274份政策和 47份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为基础数据，结合相关二手资料，深度诠释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础研究

制度演变的五个阶段历程，解读了制度持续更新的内在机理。研究以中观的制度逻辑视角

出发，从注意力配置-逻辑导向-制度安排的思路，剖析了各个阶段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

评价制度变迁历程。通过纵向历时性比较，研究发现行政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及其

相互作用是制度更新的内在推力，其内在机理体现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外界环境变化

形成注意力焦点，引导制度决策者判断当前情境下科技发展和基础研究的主要目标，进而

在微观层面做出资助、管理与评价的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中观层面的多重制度逻辑

起到承上启下的链接作用，它们既是宏观制度情境在价值层面的抽象表达，凝练了政府、

学界和社会层面的主要行动导向，也潜在地塑造着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制度实践，继而塑造

着新的制度环境。借助制度逻辑视角的解析，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 40 余年的更

新历程得以层层剥开，制度的动态性发展和制度复杂性的内在关联得以解释（见图 6）。 

进一步的制度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制度的渐进性发展，多重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

了复杂性制度结果。行政逻辑、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由单一主导到多元共存合

作，再到产生冲突，最后是协调矛盾。在制度变迁历程中，各类逻辑对于制度发展的作用

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行政逻辑的作用从主导地位逐渐被有意识地调整为辅助和调节作用，

表现为减少对学术逻辑的实践干预，增大对市场导向的约束；学术逻辑在决策者和学界的

共同推动下，其重要性愈加明确和突出；市场逻辑对行政逻辑和学术逻辑的作用从早期的

促进到中期产生阻碍，在近年来通过改革走向优化。上述逻辑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决策者

和管理者对基础研究科研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并不断提高科学资助与管理评价水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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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制度实践引发的负面影响倒逼制度设计者展开反思，科技创新竞争对基础研究制

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内外需求共同引发制度导向和实践发生调整。 

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制度复杂性并不必然导致逻辑之间的更替。论文研究表明，多重逻

辑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不只是非此即彼的替代作用，还可能会相互强化、产生冲突，或者在

政府牵引下实现动态平衡。市场逻辑进入科研场域的最初阶段，政府和学界积极应用各类

市场化工具，使得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工作得到规范化发展，同时通过科学基金制

提升了学术研究的积极性，三重逻辑形成了相互增强的合作关系。然而，功利化导向与科

学规律的冲突凸显了过度依赖市场逻辑的弊端，市场逻辑的作用影响了其他逻辑的功能发

挥，三重逻辑的矛盾也由此生发。协调逻辑之间的冲突关系需要合理分配三类逻辑的角色，

弱化市场逻辑的作用，提高学术逻辑的自组织程度，强化行政逻辑的监管和环境营造功能。

制度复杂性不仅是多重逻辑之间的共存与竞争关系，还体现在制度逻辑会根据情境展现不

同的作用。例如行政逻辑在前两阶段中发挥资源分配作用，在后三个阶段则起到改革调节

作用。制度外部情境不确定性越高时，制度逻辑的复杂性也随之升高，从而应对多重目标

和多方要求。例如，当前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种逻辑亟需形成合力才能应对如此

之高的制度复杂性。因而，促进基础研究发挥源头供给作用，需要市场化工具释放科研人

员投身前沿的积极性、建设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更需要学术逻辑发挥科学家精神作用促

进潜心钻研和厚积薄发；还需要行政逻辑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结合的投入方式、优

化有组织科研机制、创设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图 6  制度变迁历程中的复杂逻辑关系 

5.2 理论对话 

研究以多重逻辑的复杂关系作为推动力，说明基础研究制度如何发生历时性演变，进

而实现螺旋式前进的创新过程。相对于既有的政策变迁分析而言，研究更注重剖析制度内

驱力的生成机理与作用过程，弱化了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对关键事件和特殊节点的解释依赖，

也减少了以往制度研究“环境决定论”的突发性和偶然性。研究认为，随着外界情境变化，

制度目标

恢复重建阶段

（1978-1984年）

探索学习阶段

（1985-1994年）

规范建设阶段

（1995-2005年）

优化完善阶段

（2006-2011年）

深化改革阶段

（2012-2024年）

逻辑变化

逻辑关系 单一逻辑主导

学术逻辑影响薄弱

市场导向尚未发力

行政逻辑发挥核心

作用

恢复科技工作，

加快研发新兴技术，

提高经济效益

市场竞争制引入，

使得科研管理得到

规范发展，科研人

员学术积极性提高

三重逻辑共存

开始合作

促进科研和生产结合

为经济转型提供支撑

重视科技和教育，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高科技产业

市场导向盛行，

基础研究的学术

逻辑地位凸显

市场逻辑与行政

逻辑深化合作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要服务国家

目标和自由探索

促进基础研究原始性

创新，以创新驱动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

多重逻辑之间
出现冲突

科研管理过度依赖

市场逻辑，学术逻

辑受限过多

学术逻辑作用强化，

优化市场导向在科研

管理和研究中的应用

协调逻辑之间
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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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制度场域内的多重逻辑异质性不断演变，也存在新旧制度交替时的制度复杂性。

上一阶段的逻辑导向仍然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制度实践，多个逻辑得以共存于同一个制度情

境中，这与逻辑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不冲突。研究结果证明，多重逻辑的共存与竞争形成的

制度复杂性是推动制度实现自我更新的主要内驱力。 

研究对制度逻辑关系更迭的探索证明了多重逻辑在制度变迁中的异质性形态，深化了

制度变迁与制度复杂性的关联，对逻辑间关系的动态演变提供了多样性解释。在宏观层面

上，基础研究制度的逻辑关系发生了三次转型：首先从单一主导转变为多重逻辑的合作，

然后是从逻辑合作到逻辑冲突，最后是从多重逻辑冲突走向协调。通过逻辑关系的演变研

究，证明制度变迁不只产生同构性结果，也不必然带来逻辑之间的相互替代。多重逻辑在

同一时段内可以共存，并且随着制度目标的变动，其共存形态和逻辑之间的关系相应发生

迭代。逻辑关系的变化推动制度实践回应现实问题，这进一步说明，多重逻辑在中观层面

的冲突和合作带来制度向前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制度的自我更新和不断优化，以创建更

加平衡的制度体系。 

研究验证了制度逻辑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于正式制度实现自我更新的潜在作用，进一步

打开了制度逻辑的理论黑箱。既有研究对于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的关注主要从科研

管理角度探究其项目或计划的过程管理问题，或者从评价视角分析资助与产出关系，再者

是从政策分析视角呈现政府注意力的客观变化。上述研究更多呈现了基础研究正式制度在

实践中的显性样态，较少能够深入挖掘隐含在正式制度之下的非正式制度，即价值导向、

理念、规范等的作用机制。研究的贡献在于，借助制度逻辑理论、制度变迁与制度复杂性

的理论融合视角，在基础研究制度演变历程中提炼出行政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等多

重价值导向，从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实践中分析多重逻辑之间的互动及其对制度创新的

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了制度变迁中多重逻辑的作用能够分配决策者的注意力焦点，从而制

定差异性的资助、管理与评价行动策略，由此塑造了宏观层面制度形态结果，由此验证了

制度逻辑作为非正式制度驱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内在作用。 

注释 

①  摘自：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

07-21。 

② 摘自：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09-05。 

③ 摘自：中国科协，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05-27。 
④ 摘自：科技部，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2006-01-09。 

⑤ 摘自：新华社，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6-

02-09。 

⑥ 摘自：新华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10-27。 

⑦  摘自：新华社，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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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摘自：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

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21-05-28。 

⑨ 摘自：新华社，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1-25。 

⑩  摘自：新华网，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201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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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strategic supporting role of basic research is more prominent, and the organized basic 

research needs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However, in the complex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fund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are affec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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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logic interfere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ndividual innovatio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 clarify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 shaping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self-renewal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xperience summar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research 

institution. 

Start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of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the study builds an “Institutional Renewal Analysis Framework” by 

combining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allocation, to explore how the macro-contextual chang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basic research institution affect the meso-logical orientation,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the micro-arrangement of the fund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institu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e study establishes a “Multiple 

Logic Model of Basic Research Institution”, which includes administrative logic, academic logic 

and market logic and their institutional connotations, in line with the localized institutional context. 

Focusing on the fund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basic research, the study collected 274 

national policies and 47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and 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to 2024, and divide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o five stages,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1978-1984),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1985-

1994), normative construction(1995-2005),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2006-2011) and 

deepening reform (2012-2024).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odel, the textu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to further explai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renewal. 

It is found that multiple logical forms,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first stage, the logical orientation is dominated by administrative logic,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cuses on plan alloc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wards.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market logic emerges, and the science foundation is implemented 

on a trial basis, and the method of planning and indirect combination and peer review is adopted. In 

the third stag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logics deepens, and the science foundation becomes the 

main funding method, and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work is standardized. In the fourth stage, 

the negativity of the market logic comes to the forefron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table support and 

competitive meritocracy is adopted, with emphasis on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a variety of 

evaluation methods. In the fifth stag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cademic logic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a variety of funding methods, management processes are simplified, and 

classified evaluation is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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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to situational needs.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logic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uxiliary regulation, the role of market logic i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through 

reform, and the role of academic logic i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gics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ingle dominant - coexistence and cooperation - deepening 

cooperation - generating conflicts - regulating contradictions”, thus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 to 

realize progressive renewal.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proves 

that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logics requires institutional designers to rationally 

configur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logic, and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play of logic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goal requirements. By depicting the 

differential forms and relationships of multiple logics at each stage, the study reveals the implicit 

manifestation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level, and uncover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multiple logics influence the attention allocation of institution designers and shape the 

practices of fund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func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a supplement to inform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institution; fund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institutional logic; 

institution renewal 

 

 

摘要：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下，基础研究的战略支撑作用更加凸显，有组织的

基础研究需要制度效能的提升。然而在复杂制度环境中，其资助、管理与评价的制度安排

受到多元价值导向的叠加影响，逻辑交织对制度改革推行和个体创新行为形成干扰。从制

度逻辑视角出发，厘清制度变迁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塑造制度实践、促进制度实现自我更

新的内在机制，对于基础研究资助与管理制度的经验回顾和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从制度逻辑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复杂性的融合路径入手，结合注意力配置视角构建

“制度更新分析框架”，探究基础研究制度演变过程中宏观情境变化如何影响中观逻辑导

向，进而作用于微观的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安排的过程机制。根据文献调研和专家访谈，

研究确立了符合本土化制度情境的“基础研究制度多重逻辑模型”，该模型包含行政逻辑、

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及其制度内涵。以基础研究资助、管理与评价为主题，研究搜集了从

改革开放至 2024 年的 274 份国家政策、47 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及相关科技数据，将制度

变迁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恢复重建（1978-1984 年）、探索学习（1985-1994 年）、规范

建设（1995-2005 年）、优化完善（2006-2011 年）和深化改革（2012-2024 年）。基于上述分

析框架和模型开展制度文本分析，进一步阐释制度更新的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制度变迁过程中多重逻辑形态、作用及其关系均会随之变化。各阶段在注

意力配置、逻辑导向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第一阶段的逻辑导向表现为行政

逻辑主导，制度安排以计划分配和科技奖励等为主；第二阶段，市场逻辑出现，试行科学



34 

 

 

基金制，采用计划与间接结合以及同行评审方式；第三阶段，逻辑之间的合作关系加深，

科学基金制成为主要资助方式，管理和评价工作走上规范化；第四阶段，市场逻辑负面性

凸显，采用稳定支持和竞争择优结合，注重科学管理和多种评价方式并用；第五阶段，学

术逻辑重要性显著提高，综合运用多种资助方式，简化管理流程，实行分类评价。通过制

度复杂性的分析得出，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促进制度不断适应情境需求。行政逻

辑的作用逐渐转变为辅助调节，市场逻辑的作用通过改革不断优化，学术逻辑的作用不断

得到强化。逻辑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导—共存合作—深化合作—产生冲突—调节矛

盾”的过程，从而推动制度实现渐进式更新。制度变迁和制度复杂性的分析表明，平衡多

重逻辑的关系需要制度设计者对逻辑的角色和作用进行合理配置，根据制度情境和目标要

求为逻辑作用的发挥提供相应制度安排。通过刻画各阶段多重逻辑的差异性形态和关系，

研究揭示出制度变迁在价值导向层面的隐性表征，揭示了多重逻辑影响制度设计者的注意

力配置，塑造资助、管理与评价实践的作用机制，为理解制度逻辑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功能

补充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基础研究制度；资助、管理与评价；制度逻辑；制度更新 

 


